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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程度测算及去产能政策

有效性研究

邓忠奇，刘美麟，庞瑞芝

摘　要：钢铁行业去产能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区，为顺利实现去产能任务，中国政府相继出

台了一系列调控政策。那么，中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程度到底如何？已经实施的去产能政策是否有效？本文

利用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年省际面板数据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从产能利用率测算结果看，样本期间以２００８年

为拐点，大部分省市的钢铁行业产能利用率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产能利用率在２０１３年经历短暂上升之后又

开始下降。利用断点回归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将２０１３年作为政策断点，中国去产能政策在短期有

效，这解释了２０１３年产能利用率的提升，但长期效果不明显。最后，从去产能的标准、激励相容政策以及政

策的外部条件三方面提出了中国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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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包括 《关于加快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通知》《关于防止高耗能行业重新盲目扩张的通知》《关于加快推进
产业结构调整，遏制高耗能行业再度盲目扩张的通知》《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关于遏制钢铁行业产量增长过快的
紧急通知》《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等。

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从追求增长速度转向看重增长质量，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以 “三去

一降一补”为主要任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经济工作重心。钢铁行业作为典型的重资产行业，
固定资产占比较高，产能调整难度较大，产能过剩问题突出，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区。从

国际环境看，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疲软，钢铁行业需求低迷，同时节能减排约束

日益趋紧，这些都制约着中国钢铁行业的供给消化能力。为此，中国政府陆续出台了多项钢铁行业

去产能政策①，但是鲜有文献讨论政策的实施效果。为讨论去产能政策的效果，首先必须明确中国

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现状，或者说产能利用率程度，而这些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实证研究也比较缺

乏。据此，本文主要展开两方面研究：一是测算中国钢铁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二是评估中国钢铁行

业去产能政策的效果，以期为中国深化钢铁行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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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一）产能过剩的内涵
目前，学界关于产能过剩尚未有统一界定，一般而言是指某一行业的潜在生产能力大于该行业

现有产量的一种经济状态。在微观层面，张伯伦 （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ｉｎ）在 《垄断竞争理论》一书中指出，
垄断竞争市场下因为平均成本高于边际成本，实际产量小于竞争性市场下的均衡产量，从而出现产

能过剩［１］。Ｋｉｒｋｌｅｙ等［２］则把产能过剩定义为资本过度投资 （如建设工厂、购买设备）和可变投入

过度使用，致使企业实际产量小于最大产量。闻潜［３］认为产能过剩即供给过剩，或者说有效需求不

足，厂商供给过剩持续发生便造成了行业层面的产能过剩，进而导致价格降低。类似地，王岳平［４］

从程度上界定了产能过剩，认为只有当富余产能超过一定限度，以至于企业定价低于生产成本而进

行恶性竞争时才是产能过剩。此外，李江涛［５］、周业樑等［６］区分了 “产能过剩”和 “生产过剩”的

概念，尽管前者往往表现为后者，但二者却有本质区别，本文在分析过程中也将严格区分产能过剩

和生产过剩 （即产量过剩）。
从产能过剩的性质来看，本文将其归纳为周期性产能过剩、结构性产能过剩和体制性产能过剩

三类。周期性产能过剩是指由于经济危机和市场失灵等导致的短期产品供求不一致现象，进而造成

产品生产能力和产品需求不匹配［７］［８］。结构性产能过剩是指部分存在落后产能的企业得不到市场需

求信息，或者就算得到了需求信息也会通过多生产的方式占领市场，从而形成多余产能［９］［１０］。体

制性产能过剩是指政府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市场进行干预，为刺激投资和经济增长而向企业发

出一些价格信号，从而导致企业做出 “短视”的生产决策，这些决策导致供求失衡进而造成产能过

剩［１１］。
（二）产能过剩的成因
产能过剩的成因大致可分为市场因素、政府因素以及市场—政府双因素三类。（１）市场因素。

Ｐａｓｈｉｇｉａｎ［１２］、Ｗａｒｅ［１３］等认为，在位企业会保持一定的过剩产能，以便在潜在竞争者准备进入时作

为威胁 （如果潜在进入者进入，在位者将迅速扩大产量从而占据市场份额）。Ｗｅｎｄｅｒｓ在Ｐａｓｈｉｇｉａｎ
的基础上认为，在考虑定价因素后，在位企业为了维持垄断定价可能保有一部分过剩产能［１４］。Ｆａｉｒ
站在企业长远考虑的角度来研究产能过剩的成因，认为保有一定的过剩产能可以降低企业临时调整

产量的成本，使企业成本更加平稳［１５］。Ｇｈｏｓｈ等通过建立古诺模型，证明了不论是否存在规模效

应，企业之间成本的不对称性造成了产能过剩［１６］。国内学者林毅夫等提出 “潮涌”理论来解释中

国式产能过剩，认为企业投资如潮水一般同时涌入某个行业，进而带来该行业产能过剩［１７］［１８］。此

外，李江涛［５］认为，企业追求规模经济造成了产能过剩；周业樑等［６］认为，企业产能过剩的主要原

因在于预期不准确；张新海［１９］从市场需求频繁变化的角度给出了产能过剩的解释。（２）政府因素。

Ｂｌｏｎｉｇｅｎ等［２０］分析了本国贸易政策对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产能过剩的影响。闻潜［３］认为，中国为

了刺激经济快速增长出现过度投资，尤其在钢铁等行业，最终造成产能过剩。周炼石［２１］指出，中

国宏观政策的缺点是政策目标与使用工具不对等，当出现过剩产能时，政府多依赖于公布限产要

求，缺乏其他相应的政策体系，使过剩产能不能被及时化解。刘西顺［２２］、王晓姝等［２３］、刘阳［２４］指

出，中国以ＧＤＰ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导致各级政府为了实现地方ＧＤＰ增长，不断通过行

政手段配置市场资源，最终出现产能过剩。（３）市场—政府双因素。陈明森［２５］、付保宗［２６］将产能

过剩分为短期产能过剩和长期产能过剩。短期产能过剩源于市场因素，可以经市场自我调节而化

解，但因政府干预市场而形成的长期产能过剩难以自行化解。关于这种长、短期产能过剩的划分，
本文认为相对主观，因此，后文以协整法测算产能利用率时没有采纳此划分标准。综合以上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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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中国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是市场因素和政府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经济周期性波

动、供需不匹配、地方政府过度干预等均为产能过剩的成因。
（三）产能过剩的测度方法
由于目前学界对产能过剩没有严格的定义，产能过剩的测度也就缺乏统一方法，本文将其粗略

归纳为直接测度法和间接测度法。直接测度法是通过行业调查，直接获得产能利用率数据。这种方

法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同时调查结果可能因调查者个人的素质不同而受影响，所以并未

被广泛采用。间接测度法是首先估算出潜在产能，然后再以实际产量和潜在产能之比度量产能利用

率。具体来 看，间 接 测 度 方 法 又 可 以 细 分 为 峰 值 法［２７］、成 本 函 数 法［２８］［２９］、数 据 包 络 分 析

法［３０］［３１］［３２］和协整法［３３］［３４］。通过对以上方法的甄别，本文拟采用协整法来测度中国钢铁行业产能利

用率。该方法具有以下优点：（１）基于潜在产出与资本存量存在的长期稳定关系，协整法只需要资

本存量和实际产出的数据便可估计潜在产能，从而计算产能利用率，因此所需数据较少；（２）协整

法无需设定具体的生产函数形式，因此排除了主观设定生产函数导致的偏误，更加客观。

二、中国钢铁行业产能利用率测算

（一）测算方法
本文采取的协整法由Ｓｈａｉｋｈ等［３３］提出，其基本假设是：若某一行业的产出与资本存量之间存

在协整关系，则该行业的潜在产出 （即产能）与其资本存量存在长期平稳关系，因此可以通过资本

存量近似估计潜在产出水平。根据这一思想，本文可以构建一个测度各省市钢铁行业产能的基本模

型，进而估计出产能利用率。

１．考虑如下恒等式：

Ｙｉ（ｔ）≡
Ｙｉ（ｔ）
Ｙ＊
ｉ （ｔ）

Ｙ＊
ｉ （ｔ）
Ｋｉ（ｔ）

Ｋｉ（ｔ） （１）

其中，ｉ＝１，２，３，…，ｎ代表省份。Ｙｉ （ｔ）表示实际产出，Ｙ＊
ｉ （ｔ）表示潜在产出，Ｋｉ （ｔ）

表示资本存量。根据等式 （１），本文定义产能利用率为ｕｉ （ｔ）＝Ｙｉ （ｔ）／Ｙ＊
ｉ （ｔ）；定义资本—产

能比为ｖｉ （ｔ）＝Ｋｉ （ｔ）／Ｙ＊
ｉ （ｔ），该比值反映了一定时期的技术水平，随着技术水平的变化而变

化。对等式 （１）两边同时取对数，可得：

ｌｎＹｉ（ｔ）＝ｌｎＫｉ（ｔ）－ｌｎｖｉ（ｔ）＋ｌｎｕｉ（ｔ） （２）
其中，产出Ｙｉ （ｔ）和资本存量Ｋｉ （ｔ）为可观测变量，ｖｉ 和ｕｉ 为不可观测变量。不妨令

ｅｉ（ｔ）≡ｌｎｕｉ（ｔ） （３）

２．Ｓｈａｉｋｈ等［３３］将技术进步分为自主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引发的技术进步两部分。借鉴此思路，
本文也将技术进步 （ｇｖ）分解为自发技术进步 （ｂ１）和资本增长引发的技术进步 （ｂ２ｇＫ）。具体地，
以ｇｖ 表示资本产能比的增长率 （即技术进步率），以ｇＫ 表示资本存量的增长率，则有：

ｇｖ ＝ｂ１＋ｂ２ｇＫ （４）
对 （４）式两边同时关于时间ｔ取积分，可得：

ｌｎｖｉ（ｔ）＝ｂ０＋ｂ１ｔ＋ｂ２ｌｎＫｉ（ｔ） （５）

３．将等式 （３）和等式 （５）带入等式 （２），可得：

ｌｎＹｉ（ｔ）＝ａ０＋ａ１ｔ＋ａ２ｌｎＫｉ（ｔ）＋ｅｉ（ｔ） （６）
其中，ａ０＝－ｂ０，ａ１＝－ｂ１，ａ２＝１－ｂ２。根据经济观察，一个行业的实际产出在长期中应该是

在产能附近波动，即长期中ｕｉ （ｔ）应该在１值附近波动，换言之，长期中ｅｉ （ｔ）应该在０值附近

波动。从文献来看，Ｍａｌｇａｒｉｎｉ等［３５］利用意大利制造业数据比较了五种产能利用率测算方法 （即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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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法、产量与通胀率的二元模型、产量与失业率的二元模型、产量与ＧＤＰ的二元模型、产量与失

业率和ＧＤＰ的三元模型），得到了比较一致的产能利用率测算结果；程俊杰［３６］利用中国制造业数

据比较了两种产能利用率测算方法 （即协整法和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也得到了比较一致的产能

利用率测算结果。这些研究表明，以协整法测算产能利用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协整法暗含的长期

中ｕｉ （ｔ）应该在１值附近波动的前提基本不存在问题。从宏观经济运行来看，中国经济相对平稳，
长期中既不会过快增长，也不会严重衰减，因此企业能够比较准确地预期长期产能，那么协整法要

求的长期中ｕｉ （ｔ）在１值附近波动的前提容易得到满足。据此，本文将ｅｉ （ｔ）视为期望为零的随

机扰动项，那么，通过对 （６）式进行回归，本文可以获得ｌｎＹｉ （ｔ）的估计值ｌｎＹ＊
ｉ （ｔ），进而潜在

产出Ｙ＊
ｉ （ｔ）和产能利用率ｕｉ （ｔ）＝Ｙｉ （ｔ）／Ｙ＊

ｉ （ｔ）可以依次被估计出来。具体而言，方程 （６）
意味着如果ｌｎＹｉ （ｔ）与ｌｎＫｉ （ｔ）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那么产能和资本存量之间便存在着一种长期

稳定关系，因此通过资本存量来估计产能成为可能。由于钢铁行业是典型的重资产行业，资本存量

的多少直接制约了产能的多少，因此二者存在协整关系是合理设定。
（二）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根据等式 （６），使用协整法测算产能利用率涉及三个变量，分别是被解释变量 （总产出）、时

间变量以及解释变量 （资本存量）。考虑数据可得性，本文以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年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

其他３０个省市自治区为样本。总产出以规模以上钢铁企业的工业总产出度量。鉴于中国产业分类

中没有钢铁这一分类，本文借鉴马军等［３７］的分类方法，将非金属矿物采选业、非金属制造业、黑

色金属采选业和黑色金属延压与冶炼业四个行业作为钢铁行业。需要说明的是，２００３年中国制造

业及相关产业的统计方式发生了改变，在钢铁行业涵盖的四个细分行业中，非金属矿物采选业是

２００４年之后才有的细分行业，所以本文２００４年以前的数据加总只考虑其他三个细分行业，这可能

对测算结果有一定影响，但是非金属采选业占整个钢铁行业的比重很小，因此对整个钢铁行业的影

响程度较小。

１．总产出。本文用工业总产值来衡量总产出，数据来自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２００２—

２０１７）。具体地，以各地区非金属矿物采选业、非金属制造业、黑色金属采选业、黑色金属延压与

冶炼业四个分行业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之和表示总产出。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由于统计口径

调整，不再统计工业总产值，只统计了工业销售产值，通过对２００１—２０１２年工业总产值与工业销

售产值的对比分析，二者保持同一趋势且数据较为接近，所以本文不足的数据以工业销售产值代

替。本文选取工业总产值而非工业增加值度量总产出，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１）《中国工业经济

统计年鉴》 （２００２—２０１７）缺乏分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的数据，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０２—２０１７）和地方统计年鉴也不公布增加值数据。 （２）考虑本文研究目的是测算产能利用率，
即衡量实际产出与潜在产能之间的缺口程度，用工业总产值作为产出更加合理。当然，本文将各地

区的名义工业总产值用 《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２—２０１７）公布的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ＰＰＩ）进行平

减，以排除价格因素对产能利用率的干扰。

２．资本存量。目前估算资本存量的主流方法是永续盘存法，但该方法需要对基期资本存量、

实际投资额、折旧率等因素进行统计处理。本文采用省际钢铁行业的面板数据，受统计数据局限，

使用永续盘存法的标准方法比较困难，因此借鉴韩国高等［２９］、马军等［３７］的方法，直接以固定资产

净值作为资本存量的代理变量。数据来自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２００２—２０１７），由各地区非金

属矿物采选业、非金属制造业、黑色金属采选业、黑色金属延压与冶炼业这四个分行业的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加总获得。由于从２０１１年开始，统计年鉴不再单独列出固定资产净值项目，

本文用固定资产原值减去累计折旧额来得到对应年份的固定资产净值。进一步地，本文将名义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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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净值用 《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２—２０１７）公布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换算。
（三）中国钢铁行业产能利用率测算结果
利用实际数据，本文回归等式 （６）。回归结果显示，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为０．９３８　９，表明数据

拟合效果较好。解释变量ｌｎＫｉ （ｔ）和ｔ的系数分别为１．１２４　０和０．０２５　３，且都在１％的显著性水平

下显著，因此有 （７）式。此外，Ｆ统计量为３　６６７．６５，且高度显著，也表明ｌｎＫｉ （ｔ）和ｔ的解释

能力较强。

ｌｎＹｉ（ｔ）＝－０．１３９　７＋０．０２５　３ｔ＋１．１２４　０ｌｎＫｉ（ｔ）＋ｅｉ（ｔ） （７）
根据前文分析，长期中ｅｉ （ｔ）＝０，因此，长期中产能由 （８）式给出：

ｌｎＹ＊
ｉ （ｔ）＝－０．１３９　７＋０．０２５　３ｔ＋１．１２４　０ｌｎＫｉ（ｔ） （８）

根据 （８）式，本文可以估算出各省市钢铁行业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年的产能，进而得到２００１—２０１６
年中国各省市钢铁行业的产能利用率。需要说明的是，协整法测算的产能利用率需要进行修正：协

整法假定了长期中产量在产能附近波动，这种方法没有考虑长期停产的无效产能，为了考虑这部分

无效产能，就需要对协整法所测算的产能利用率进行修正。为此，本文参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进一步化解产能过剩的政策研究》课题组［３８］和何蕾［３４］的研究，将协整法测算出来的产能利用率乘

以８０％，修正后的产能利用率与政策文件提到的产能利用率在概念上保持一致，也更符合学界对

产能利用率的直观认知。各省市的产能利用率测算结果如图１所示。
整体而言，中国钢铁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变动大体可以分为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三个阶段。其中，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除少数省市外，钢铁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处于上升

阶段，与董敏杰等［３１］的测算结果在趋势上基本一致。这段时间是中国经济加速发展期，作为基础

工业的钢铁行业需求增加，其产能利用率也相应提高。２００８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进而引发全球

金融危机，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钢铁行业不景气，因此产能利用率开始下降，尤其是天

津、山西和甘肃等地产能利用率大幅下降，２０１２年的产能利用率均降至７０％以下。２０１３年以来，
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针对钢铁等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国家发改委出台了 《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

剩矛盾的指导意见》等政策，用提高财政奖励的方式鼓励地方政府淘汰落后产能，并提出产能置换

的举措。在此背景下，２０１３年各省产能利用率略有上升 （天津、山西等省市较为明显）。然而，在

经历短暂的回升之后，大部分省市的钢铁行业产能利用率又开始出现下降趋势。
分地区而言，从图１可以看出，东部省市的产能利用率较高，并且明显高于中西部省市；接下

来是中部省市，而西部省市的产能过剩程度则最为严重，如甘肃、青海等地钢铁行业产能利用率不

仅连年下降，而且在２０１６年处于７０％以下的严重产能过剩区间。当然，以上情况与东部省市的地

理优势和产品优势有关。东部省市在经济发展、生产技术条件以及产品创新等方面比中西部省市更

具优势。同时，东部省市的钢铁产品多为产业链下游产品，具有较大的市场需求，而中西部省市的

钢铁产品多属于原材料等产业链上游产品，因此，东部省市化解产能过剩相对容易。此外，中西部

省市钢铁企业中国有企业比重相比东部省市而言更高，市场化程度更低，这也可能是其产能过剩程

度相对严重的一个原因。

三、中国钢铁行业去产能政策的有效性分析

（一）政策有效性检验方法和数据来源
直接采用虚拟变量面板数据回归的方法对钢铁行业去产能政策的效果进行检验存在不足，不能

对去产能政策和其他政策的效果进行区分，也不能剥离出钢铁企业自身变化的固有趋势。采用倾向

值匹配—双差分 （ＰＳＭ－ＤＩＤ）方法虽说可以对不同地区的去产能情况进行区别分析，但本文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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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中国各省市钢铁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变化趋势 （２００１—２０１６）
注：横坐标为年份，纵坐标为产能利用率。部分省市因数据缺失而不在样本之列。

数据来源：作者测算。

省际数据，经过匹配后剩余省市有限，对结果可能产生较大偏误，而且中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现象

普遍存在，不容易找到合适的对照组。合成控制法 （ＳＣＭ）也存在类似问题。基于上述原因，本

文采用断点回归分析法对中国钢铁行业去产能政策的有效性进行检验。基准回归方程如下：
ｕｉｔ ＝α＋βＰｏｌｉｃｙｉｔ＋γＺｉｔ＋εｉｔ （９）
其中，下标ｉ和ｔ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以前面测算的钢铁行业产能利用率 （ｕｉｔ）作为被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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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通过分析去产能政策对产能利用率的作用情况来判断中国钢铁行业去产能政策的有效性。为

了识别钢铁行业去产能政策的净影响，需要剔除一些可能导致产能利用率变化的其他因素的干扰，

因此选取了一些控制变量，由向量Ｚｉｔ表示。具体地，在 （９）式中，Ｐｏｌｉｃｙｉｔ是政策虚拟变量，当ｉ
省份在第ｔ年执行了去产能政策，Ｐｏｌｉｃｙｉｔ＝１，否则为０；系数β为本文关心的政策效果。控制变

量包括：（１）钢铁产量。一般钢铁产量越多，越容易造成产能过剩。数据来自国研网数据库。（２）

劳动力投入。企业生产离不开劳动力，劳动力的投入也可能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因为劳动力的投

入和工资具有黏性，会直接影响产能调整的难易程度。数据来自 《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２００２—

２０１７）。（３）国有企业比重。一般国有企业受政府干预程度比非国有企业高，地方国有企业常常作

为地方政府干预市场的主要抓手，因此本文把钢铁行业中国企比重作为影响产能利用率的一个因

素。数据来自 《中国工业统计年鉴》（２００２—２０１７）。（４）创新投入。中国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大多

集中在低附加值、低技术产品，而高附加值、高技术钢铁产品反而供给不足。增加创新投入，一是

可以提升技术附加值从而减少无效供给，二是可以通过技术研发提高钢铁行业本身的产能利用率。

由此可见，创新能力也会对产能利用率产生影响。这部分数据来自中国科技数据库。 （５）经济水

平。于立等［３９］提出 “二率 （经济增长率与产能利用率）负相关”的观点，因为经济结构与宏观管

理水平，发展中国家常常采用粗放式发展模式来实现经济增长与发展，往往造成过度投资、设备闲

置、产能过剩，故而导致经济增长率与产能利用率呈负向相关现象的出现。这部分数据来自 《中国

统计年鉴》（２００２—２０１７）。以上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２００１—２０１６）

变量 定义 单位 全时段均值 政策前均值 政策后均值 标准差

ｕ 产能利用率 － ０．７９９　７　 ０．８０２　１　 ０．７９２　４　 ０．０４３　６

ｙｉｅｌｄ 钢铁产量 百亿吨 ３．８９７　５　 ３．７９８　８　 ４．１９３　５　 １．３３９　７

ｌａｂｏｒ 劳动力投入 万人 ３０．０３３　５　 ２８．０８０　９　 ３５．８９０　０　 ２５．５０４　１

ｓｏｓｈａｒｅ 国企比重 － ０．２６４　７　 ０．２８５　０　 ０．２０４　１　 ０．１８９　６

Ｒ＆Ｄ 创新投入 亿元 １０．８０３　６　 １０．４１３　５　 １１．９７３　９　 １．６５９　１

ＧＤＰ 国内生产总值 万亿元 ０．７９９　６　 ０．６５０　０　 １．２４８　２　 ０．７２９　８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中国政府从２００５年起就陆续颁布了一些针对钢铁行业化解产能过剩的政策。为了找到去产能

政策的断点，本文对中国钢铁行业的去产能政策进行系统整理，得到主要政策文件１７项。从这些

政策文件可以看出，直到２０１３年 《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国发 （２０１３）４１号］
的颁布，中国钢铁行业才被正式认定为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此后陆续出台了钢铁行业去产能政策的

细则与要求。据此，本文将政策执行的时间断点确定为２０１３年。从表１可以看出，去产能政策施

行后，钢铁行业的产能利用 率 均 值 （０．７９２　４）略 小 于 去 产 能 政 策 颁 布 前 的 产 能 利 用 率 均 值

（０．８０２　１）。但是，只根据均值变动来判断政策实施效果是武断的，因为没有控制相关因素。事实

上，从表１可以看出，在去产能政策实施后，钢铁企业中国有企业占比大幅下降，由０．２８５　０降至

０．２０４　１。这可能与政府去产能政策有关，毕竟首先执行去产能政策的往往是一些国有企业。
（二）回归分析
在进行断点回归之前，本文先采用普通最小二乘 （ＯＬＳ）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即估计 （９）式，

并对估计结果进行初步解释，目的是与后文断点回归的效果及结果进行对比，加强本文结论的说服

力。ＯＬＳ回归结果如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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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钢铁行业去产能政策影响下产能利用率的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 （２００１—２０１６）

变量 常数项 Ｐｏｌｉｃｙ　 ｙｉｅｌｄ　 ｌａｂｏｒ　 ｓｏｓｈａｒｅ　 Ｒ＆Ｄ　 ＧＤＰ

系数 ０．７６８　４＊＊＊ －０．０２０　５＊＊＊ －０．００５　７＊＊＊ ０．０００　４＊＊＊ －０．１１１　３＊＊＊ ０．００８　５＊＊＊ －０．０２１　４＊＊＊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为１％。

数据来源：作者估计。

根据表２中ＯＬＳ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去产能政策对于产能利用率的政策效果在１％的显著性

水平下显著，但是去产能政策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是负向的，即去产能政策的实施使产能利用率反

而有所下降，这与本文的预期不符。从控制变量来看，ｙｉｅｌｄ、ｌａｂｏｒ、ｓｏｓｈａｒｅ、Ｒ＆Ｄ和ＧＤＰ 的系

数均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钢铁产量、劳动力投入、国企比重、创新投入、经济水平都

对产能利用率有显著影响。国企比重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为负，即钢铁行业中国企比重越大产能利

用率越低，国企比重每增加１个单位，产能利用率下降１１．１３个百分点，这符合本文预期。另外，
研发投入有利于提升产能利用率，这也符合本文预期。由于ＯＬＳ方法本身的局限性，表２中的回

归结果并不完全可信，还需进行更严格的实证检验，即前文提到的断点回归。
在进行断点回归之前，本文先通过图形来分析断点前后产能利用率是否存在跳跃，以此作为断

点回归的特征事实。图２显示了２０１３年前后产能利用率的变化情况。从图２看出，断点前后的趋

势线确实存在一个非连续跳跃，初步表明去产能政策促进了产能利用率提升。但是，从图２中断点

图２　产能利用率变化情况 （２００１—２０１６）
数据来源：作者测算。

右侧的拟合线可以看出，中国钢铁行业的产能利

用率在断点处有了显著提升之后，又呈逐年下降

趋势。当然，图形分析还只是初步观察，进一步

的断点检验结果如表３所示。需要说明的是，本

文断点回归过程采用Ｉｍｂｅｎｓ等［４０］的方法来选择

最佳带宽，同时回归方程由 （９）式变为对应的断

点回归方程。

表３　中国钢铁行业去产能政策对产能利用率
影响的断点回归结果 （２００１—２０１６）

产能利用率

去产能政策 ０．０７５　５＊＊＊ （０．０２０　３）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为１％，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

数据来源：作者估计。

由表３可以看出，去产能政策对产能利用率的作用效果显著为正，说明去产能政策是有效的。
换言之，去产能政策的实施有助于化解过剩产能，提高产能利用率。表３与表２中ＯＬＳ回归的结

果并不一致，表明ＯＬＳ回归下直接将政策作为虚拟变量存在的问题。但是，表３中政策变量对应

的估计系数值相对较小，只有０．０７５　５，因此政策效果比较有限。结合图２，可以对此加以解释：
短期中去产能政策比较有效，实现了产能利用率的跳跃，但长期中产能利用率向政策执行前的水平

下滑，可能是因为地方政府在去产能过程中采取了一些治标不治本的短期措施，达不到长期效果。
从方法论角度，本文的断点回归是一种 “自然实验”，应满足 “自然实验”的条件。所以，方

法使用的有效性首先要求经济个体不能操纵运行变量，同时断点不存在异质性，且政策的效果是即

时产生的。经济个体如果能够操纵运行变量，那通过断点回归得出的运行变量的有效性则不准确；
断点如果存在异质性，那断点的选择也就不可靠；政策的效果如果存在延迟，检验结果也会受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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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具体来看，首先，本文选取的运行变量是去产能政策，去产能政策由中央政府制定，下发地方

政府执行，在这个过程中，只存在去产能政策是否被贯彻执行的问题，而不存在人为对运行变量本

身操纵的问题，故满足经济个体不能操纵运行变量的要求。其次，本文选取的断点时间为２０１３年，
在此年份附近不存在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同时，本文着重研究各省市自身有无受去产能政策的影

响，而不对省际之间进行横向比较，故可以认为断点不存在异质性。最后，去产能政策有明确的文

件规定，基本属于政府强制执行，因此断点处的效应是立即产生的，不存在延迟的问题。根据以上

三点，本文基于断点回归分析来检验去产能政策的有效性是合理的。但是，断点回归要求除政策变

量以外，其他控制变量在断点处不出现 “跳跃”情况，这样才可以说明产能利用率的变化是由于去

表４　控制变量在断点处的跳跃情况 （２００１—２０１６）

ｙｉｅｌｄ　 ｌａｂｏｒ　 ｓｏｓｈａｒｅ　Ｒ＆Ｄ　 ＧＤＰ

去产能政策 －０．０２０　０．４３０ －０．０１６　０．１４４　 ０．００５
标准误 ０．５０１　１２．８２０　 ０．０６２　０．３３５　 ０．３５２
Ｐ值 ０．９６８　０．９７３　 ０．７９５　０．６６７　 ０．９８９

　　数据来源：作者估计。

产能政策的实施，而非其他控制变量的作用。
为此，本文也检验了断点回归模型中的５个控

制变量在时间节点处是否存在跳跃，检验结果

如表４所示。通过表４可以看出，产量ｙｉｅｌｄ、
劳动力投入ｌａｂｏｒ、国企比重ｓｏｓｈａｒｅ、创新投

入Ｒ＆Ｄ、经济水平ＧＤＰ 都不显著 （不能拒

绝原假设），表明所有控制变量在断点处均无

显著跳跃，可见表３的断点回归具有合理性。
（三）稳健性分析
前文表３的检验结果表明去产能政策是有效的，但是表３的断点回归中没有加入控制变量，而

加入控制变量可能影响表３结果的稳健性，为此，本文加入控制变量后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５所示。从表５中系数估计值可以看出，加入控制变量后，去产能政策每变动一个单位，产能利用

率变动７．３５个百分点，与表３估计得到的７．５５个百分点差异不大，表明前文基于表３得出的 “去
产能政策有效”的结论相对稳健。

本文基于对去产能政策的归纳整理，最终选取２０１３年作为政策断点并进行了回归分析。但是，
政策断点的选择可能有误，如果没有准确地选择政策断点，那么断点回归的结论必然不可信，因此

本文也进行反事实分析，即假定去产能政策的断点不是２０１３年，而是其他年份。具体地，本文在

原政策断点前后随机选取另外两个断点，分别为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５年，然后进行证伪检验。选取新政

策断点后的回归结果如表６所示。根据表６，不管是以２０１１年为政策断点还是以２０１５年为政策断

点，不管是加入控制变量还是不加入控制变量，表６中的估计结果均不显著，因此以２０１１年或

２０１５年为政策断点不准确。同理，本文也对其他年份进行了类似分析，最终认为选择２０１３年为政

策断点是恰当的。既然政策断点的选择是恰当的，那么前文利用断点回归得出的有关政策有效性的

结论相对可信。

表５　中国钢铁行业去产能政策对产能利用率影响
的断点回归结果 （加入控制变量）（２００１—２０１６）

因变量 产能利用率

去产能政策 （有控制变量） ０．０７３　５＊＊＊ （０．０１０　７）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为１％，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

数据来源：作者估计。

表６　设定其他断点后的回归结果 （２００１—２０１６）

以２０１１年为断点 以２０１５年为断点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无控制变量 ０．０１３　７　０．０１３　５　０．０００　３　０．０１５　８
有控制变量 ０．０１５　８　０．００９　９　０．００１　１　０．０１３　１

　　　 数据来源：作者估计。

（四）关于实证结果的思考
本文通过断点回归的方法对中国钢铁行业去产能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中国钢

铁行业去产能政策有一定的正向作用，有助于促进产能利用率提升，即有助于缓解产能过剩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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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发现与本文的预期一致，表明中央政府制定的去产能政策得到贯彻执行并且起到了一定的效

果。但是从时间期限看，去产能政策在短期内比较有效，促使中国钢铁行业产能利用率有一个跳跃

式的增长，而在长期内效果变弱。关于长期内效果变弱的现象，本文认为可能的原因有：

１．不合理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方式。由于官员晋升比较看重经济增长指标，地方政府官员出

于自身政治利益的考虑，可能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为获取原材料、资金、人才等资源而不严格执行

去产能政策，甚至继续鼓励发展那些产能已经过剩但却在地方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产业；或者仅

仅做减少产量而非产能的表面文章，缓解去产能的 “短痛”，而将去产能的重任遗留给下届政府。

２．去产能政策未得到长期有效的贯彻实施。站在全局的角度，持续的产能过剩会严重影响中

国钢铁行业的健康发展和宏观经济的稳定，因此中央政府加大调控，制定去产能政策，抑制过剩产

能的进一步增加。但是政策制定有时难以兼顾地方实际情况，包括地方经济发展与职工安置等问

题。如果地方因为去产能等供给侧改革导致经济短期内下滑过快，出现 “阵痛”，超出了中央政府

的增长底线，上级政府可能在下级政府及地方企业的倒逼之下放松调控，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去

产能政策的效果。

３．“去产量”代替 “去产能”。根据中国联合钢铁网发布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６年全国各省市虽然

累计压减粗钢产能远远超过了中央政府规定的目标，但其中仅有三成是在产的有效产能，其余为长

期停产的无效产能。此外，因为２０１６年整个钢铁市场回暖，钢价有所上升，导致一些资不抵债以

及停产的钢铁企业又重新上马，致使去产能的效果反复。纵观中国去产能政策，大都集中在对产能

过剩行业的整顿，或采取限产政策，或采取差别电价政策等。这些措施本质上都只是减少了钢铁行

业的产量，而非产能。至于对钢铁行业采取关停设备的做法，由于钢铁行业是重资产行业，固定资

产占比较高，设备关停以后仍存在于企业中，进而可能仍然被计算在该钢铁企业固定资产中，因此

从账面看产能没有明显缩减。当然，中国对于钢铁行业的去产能，一直贯穿其中的是对设备规格的

限制，以前是淘汰３００立方米以下炼铁高炉和２０吨以下炼钢转炉、电炉，现在是淘汰４００立方米

以下炼铁高炉和３０吨以下炼钢转炉、电炉。但是，直接通过设备规格来考核去产能执行情况，可

能无法达到真正化解过剩产能的目的。例如，有的地方政府在实际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声称高炉已

经关停，但过几天又重新开启高炉；或者淘汰一些小型高炉，却重新建立了符合要求的大型高炉，
这样并不能使产能真正减少。此外，虽然政策规定不能新增加产能，但却存在一定的灵活性，例如

对存在搬迁、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的钢厂项目，并没有明确禁止所有新增产能。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协整法对中国钢铁行业的产能利用率进行测算。结果发现，中国钢铁行业的产能利用

率总体上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２００８年之前，钢铁行业的产能利用率总体上呈不断上升的

趋势，这与中国经济发展及钢铁需求随着房地产等产业的发展而增加有关，之后受到金融危机及经

济下行的影响，钢铁行业产能利用率逐年下降。在２０１３年中央政府频繁出台相关去产能政策之后，
钢铁行业产能利用率短期内有所提升，但之后又呈现缓慢下降趋势。在估计得到中国钢铁行业的产

能利用率后，本文通过断点分析法对钢铁行业去产能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

国钢铁行业的去产能政策对产能利用率有正向影响，即去产能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钢铁

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但是去产能政策仅在刚出台时起到较为不错的效果，长期内效果下降。基于

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设置去产能政策中的 “产能”标准。对产量和产能进行区别是十分必要的，某些地区钢

铁行业产能利用率不升反降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去产能政策对于 “产能”没有明确标准。因此，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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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对 “去产能”中 “产能”的界定，将考核的重点放在 “产能”上，而不是通过产量的增减来对

去产能政策执行效果进行考核。第二，设计符合激励相容机制的去产能政策。以ＧＤＰ增长为核心

的政绩考核体系和相应的政府官员晋升激励制度使得去产能政策在传导过程中不能得到百分百的效

果，故在制定去产能政策时，应多加考虑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关系，设计出使三

方激励相容的机制，从而保证去产能政策的贯彻落实。这就要求，在制定去产能政策时避免 “一刀

切”的政策标准，对不同地域、不同钢铁类型采取不同政策。同时，在去产能政策的执行过程中，
也要精准施策，对于不同地区精准实施去产能政策，减少去产能政策引发的利益冲突。第三，改善

去产能政策实施的外部条件。一方面，继续深化国有钢企改革，减少不必要的政府补贴，增强国企

预算约束意识，推进股权改革，完善国企治理，促进国有钢企向高端产业链优化升级；另一方面，
加强产品研发，增强创新能力，实现钢铁产品的高端化和品牌化。具体地，可以借助 “一带一路”
“互联网＋”“中国制造２０２５”的大趋势，促进技术、人才等创新资源向企业聚集，达到以优势产

能代替过剩产能并最终实现优化钢铁产业结构的效果。

参考文献

［１］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ｉｎ，Ｅ．Ｈ．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ｎｏｐｏｌｉｓｔ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３３．
［２］Ｋｉｒｋｌｅｙ，Ｊ．，Ｃ．Ｊ．Ｍ．Ｐａｕｌ，Ｄ．Ｓｑｕｉｒｅｓ．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ｍｍｏｎ－ｐｏｏ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２（１－２）．
［３］闻潜．经济高位运行中的产能过剩及其成因分析［Ｊ］．经济经纬，２００６（５）．
［４］王岳平．我国产能过剩行业的特征分析及对策［Ｊ］．宏观经济管理，２００６（６）．
［５］李江涛．产能过剩———问题、理论及治理机制［Ｍ］．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６．
［６］周业樑，盛文军．转轨时期我国产能过剩的成因解析及政策选择［Ｊ］．金融研究，２００７（２）．
［７］王文甫，明娟，岳超云．企业规模、地方政府干预与产能过剩［Ｊ］．管理世界，２０１４（１０）．
［８］钟卫华．周期性产能过剩：市场经济的常态现象［Ｊ］．管理学刊，２０１６（６）．
［９］王志伟．产品过剩、产能过剩与经济结构调整［Ｊ］．广东商学院学报，２０１０（５）．
［１０］周劲，付保宗．产能过剩的内涵、评价体系及在我国工业领域的表现特征［Ｊ］．经济学动态，２０１１（１０）．
［１１］冯俏彬，贾康．投资决策、价格信号与制度供给：观察体制性产能过剩［Ｊ］．改革，２０１４（１）．
［１２］Ｐａｓｈｉｇｉａｎ，Ｂ．Ｐ．Ｌｉｍｉｔ　ｐｒ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ｈａ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ｆｉｒｍ［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６８（３）．
［１３］Ｗａｒｅ，Ｒ．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ａｓ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ｗｅａｐｏｎ　ｔｏ　ｄｅｔｅｒ　ｅｎｔｒｙ［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１９８５（２０５）．
［１４］Ｗｅｎｄｅｒｓ，Ｊ．Ｔ．Ｅｘｃｅｓｓ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ｓ　ａ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ｔｏ　ｅｎｔｒ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９７１（１）．
［１５］Ｆａｉｒ，Ｒ．Ｃ．Ｅｘｃｅｓｓ　ｌａｂ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ｙｃｌｅ［Ｊ］．Ａｍｅｒｉｃ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８５（１）．
［１６］Ｇｈｏｓｈ，Ａ．，Ｓ．Ｓａｈａ．Ｅｘｃｅｓｓ　ｅｎｔ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ｃａｌ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２００７（３）．
［１７］林毅夫．潮涌现象与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理论的重新构建［Ｊ］．经济研究，２００７（１）．
［１８］林毅夫，巫和懋，邢亦青．“潮涌现象”与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Ｊ］．经济研究，２０１０（１０）．
［１９］张新海．产能过剩的定量测度与分类治理［Ｊ］．宏观经济管理，２０１０（１）．
［２０］Ｂｌｏｎｉｇｅｎ，Ｂ．Ａ．，Ｗ．Ｗ．Ｗｉｌｓｏｎ．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ｕｂｓｉ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ｃｅｓｓ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０（２）．

［２１］周炼石．中国产能过剩的政策因素与完善［Ｊ］．上海经济研究，２００７（２）．
［２２］刘西顺．产能过剩、企业共生与信贷配给［Ｊ］．金融研究，２００６（３）．
［２３］王晓姝，李锂．产能过剩的诱因与规制———基于政府视角的模型化分析［Ｊ］．财经问题研究，２０１２（９）．
［２４］刘阳．产能过剩文献综述研究［Ｊ］．金融经济，２０１４（１４）．
［２５］陈明森．产能过剩与地方政府进入冲动［Ｊ］．宏观经济研究，２００６（５）．

—１４１—

邓忠奇，等：中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程度测算及去产能政策有效性研究



［２６］付保宗．关于产能过剩问题研究综述［Ｊ］．经济学动态，２０１１（５）．
［２７］Ｂａｌｌａｒｄ，Ｋ．，Ｊ．Ｒｏｂｅｒｔｓ．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Ｆｉｓｈｉｎｇ　Ｖｅｓｓｅｌｓ　ｉｎ　１０
Ｍａｊｏｒ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ｏａｓｔ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Ｒ］．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１９７７．

［２８］Ｂｅｒｎｄｔ，Ｅ．Ｒ．，Ｃ．Ｊ．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８１（２）．

［２９］韩国高，高铁梅，王立国，等．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测度、波动及成因研究［Ｊ］．经济研究，２０１１（１２）．
［３０］Ｒａｙ，Ｓ．Ｃ．Ｎ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ｓｃａｌ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Ｕ．Ｓ．ｍａｎｕ－
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Ｊ］．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５（２）．

［３１］董敏杰，梁咏梅，张其仔．中国工业产能利用：行业比较、地区差距及影响因素［Ｊ］．经济研究，２０１５（１）．
［３２］Ｙａｎｇ，Ｇ．，Ｈ．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ｕｓｉｎｇ　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ｕ－
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Ｊ］．Ｏｍｅｇａ，２０１８（４）．

［３３］Ｓｈａｉｋｈ，Ａ．Ｍ．，Ｊ．Ｋ．Ｍｏｕｄｕｄ．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ＥＣ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　Ｃｏ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Ｚ］．Ｌｅｖ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ａｒｄ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Ｎｏ．４１５，２００４．

［３４］何蕾．中国工业行业产能利用率测度研究———基于面板协整的方法［Ｊ］．产业经济研究，２０１５（２）．
［３５］Ｍａｌｇａｒｉｎｉ，Ｍ．，Ａ．Ｐａｒａｄｉｓｏ．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ｅｃｔｏｒ：Ａ　Ｃｏｍ－
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ｅｙ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ｎ　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ｒｉｓｉｓ［Ｚ］．ＩＳＡ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Ｎｏ．１２９，２０１０．

［３６］程俊杰．转型时期中国地区产能过剩测度———基于协整法和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的比较分析［Ｊ］．经济理

论与经济管理，２０１５（４）．
［３７］马军，窦超．我国钢铁行业产能利用率的测度及产能过剩影响因素分析［Ｊ］．经济问题，２０１７（２）．
［３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进一步化解产能过剩的政策研究》课题组．当前我国产能过剩的特征、风险及对策研

究———基于实地调研及微观数据的分析［Ｊ］．管理世界，２０１５（４）．
［３９］于立，张杰．中国产能过剩的根本成因与出路：非市场因素及其三步走战略［Ｊ］．改革，２０１４（２）．
［４０］Ｉｍｂｅｎｓ，Ｇ．，Ｋ．Ｋａｌｙａｎａｒａｍａｎ．Ｏｐｔｉｍａｌ　ｂａｎｄｗｉｄｔｈ　ｃｈｏｉ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ｅｓｔｉｍａｔｏｒ［Ｊ］．Ｒ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９（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ｒ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ｅｅ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ＤＥＮＧ　Ｚｈｏｎｇ－ｑｉ，ＬＩＵ　Ｍｅｉ－ｌｉｎ，ＰＡＮＧ　Ｒｕｉ－ｚｈ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ｏｖｅｒ－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ｎ　ｉｒ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ｅｅ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ｉ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ａｓ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ｕｐｐｌｙ－ｓｉｄ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ｒｅ－
ｆｏｒｍ．Ｔｏ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　ｔｈｅ　ｔａｓｋ，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ｐｒｏｍｕｌｇ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ｓ　ｔｈｅ　ｅｘ－
ｃｅｓｓ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ｒ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ｅｅ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ｒｅａｌｌｙ　ｓｅｒｉｏｕｓ？Ａｒ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ｕｓｅｄ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ｒｅａｌｌｙ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ｕｓｅ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１ｔｏ　２０１６ｔｏ　ａｎｓｗｅｒ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ｅｒｉｏｄ，ｔｈ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ｒ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ｅｅ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ｍｏｓｔ　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ｉｒ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ｗｉｔｈ　２００８ｂｅ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ａｆｔｅｒ　ａ　ｂｒｉｅｆ　ｒｉｓｅ　ｉｎ　２０１３，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ｂｅｇａｎ　ｔｏ　ｆａｌｌ　ａｇａｉｎ．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ｆｏｒ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　ｔｅｒｍ，ｂｕｔ　ｎｏ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ｅｎｏｕｇｈ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ｓｏｍ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ｉｒ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ｅｅ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ｅｘｃｅｓｓ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ｒ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　朱　蓓）

—２４１—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